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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政治課責觀之初探

—認知、評價與影響*

蕭怡靖
淡江大學

摘  要

政治課責是民主政治運作的要件之一，也是提升民主品質、達成民主鞏固

不可或缺要素。當一國民眾多具備政治課責觀，且對政治課責的落實給予正向

評價，即有利提升該國民主運作的品質。本文藉由民意調查的資料蒐集途徑，

從學理上政治課責的不同面向，測量台灣民眾對政治課責的認知，以及對政治

課責落實與否的評價，並進一步檢視對政治課責的認知，是否在選舉課責的落

實及民主實行滿意度的評價上具備加乘效果。

研究發現，在台灣實際政治運作下，民眾多具備政治課責的認知，在政策

制訂說明、媒體監督及社團參與上，課責認知的比例皆達六成以上，僅在議會

制衡認知比例不及五成。在政治課責的落實評價上，民眾對媒體監督與社團參

與給予較正向的評價，但對政策制訂說明及議會制衡則給予較負面的評價。

此外，本文也證實台灣民眾確實具備選舉課責的作為，對於民主實行的滿意度

評價，亦會從政治課責的落實程度來思考。尤其，民眾所關切之課責面向的認

知，會對選舉課責及民主滿意度評價給予加乘效果，突顯出政治課責觀的重要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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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蘇聯共產體制的瓦解、民主化潮流的興盛，民主政治幾乎已成為多數

國家所追求的運作體制。唯世界各國民主體制運作的良窳不一，若民主體制運

作良好，不但有利國家整體的發展與穩定，更可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權利；反

之，若民主政治運作不佳，不但影響國家政局的穩定與社會安定，也無法保

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與權利。惟要如何檢視一國民主運作的品質？「責任政治」

即是重要的指標之一。顧名思義，責任政治的基本內涵即在於政府要為其施政

表現負起責任（responsibility）。諸多拉丁美洲國家於1980年代，跟隨世界第

三波民主化浪潮（Huntington, 1991），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但在民主

體制的運作下，部分國家的整體發展卻不如預期，貪污腐敗、缺乏監督、公共

資源不當運用層出不窮，甚至有民主腐蝕與崩潰之虞。對此，學界開始提出

「政治課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的概念，用以探討並解釋拉丁美洲國家

在後轉型時期的政治運作及其影響（Mainwaring, 2003; O’Donnell, 1994, 1999; 

Schedler, 1999）。

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逐步落實政治民主化以來，政府的施政作為不再像威

權統治時期般的宰制與神秘，透過民主制度的建立與選舉功能的發揮，取而代

之的是機構間的相互制約、社會團體的監督與表達，以及人民在選舉時的選票

制衡。尤其，「人民是頭家」幾乎已成為目前台灣社會的主流認知。這也意味

著政府的施政方向必須順應民意、回應民意，施政成敗亦需向人民負責。然

而，在此同時，台灣雖然經過2000年及2008年兩次政黨和平輪替，應有利朝向

民主鞏固的方向發展，但不分藍綠的貪污腐敗事件卻接連出現，政治競爭上也

因為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動員與操弄，以致整體社會出現藍綠高度衝突與對立的

氛圍，甚至出現「只問藍綠、不論是非」的批判（劉奕伶，2008），這也對台

灣民主政治的未來蒙上一層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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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屬新興民主國家之列的台灣，民眾心中對於民主的態度與價值，是台灣

能否達成民主鞏固的重要因素。正如Przeworski（1991）在探討如何達成民主

鞏固時所提出，Linz與Stepan（1996）以及Diamond（1999）更進一步闡述之

「唯一遊戲規則」（the only game in town）的概念，當多數民眾與政治菁英都

一致認為民主體制是國家運作的唯一規則，則民主鞏固的達成即相去不遠。同

樣的，當國家的多數民眾都強調政治課責的重要性，瞭解政治課責在民主體制

運作下的功能及所扮演的角色，除了透過選舉要求政府為其施政表現負責與回

應民眾需求外，更透過制度的設計與公民社會的落實，對政府部門進行監督與

制約。長期而言，政治課責的概念即可在民眾、政治菁英以及政府組織間逐漸

內化，培育出有利民主運作的政治文化，進而達成民主鞏固。

為此，本文將從民眾的角度出發，除了探索台灣民眾眼中對政治課責的認

知與想法外；其次，將瞭解在台灣目前實際的政治運作下，民眾對政治課責落

實層面的評價為何；最後，則是進一步分析民眾對政治課責的認知與評價，如

何影響其對台灣目前民主政治實行的滿意程度，以及在2012年總統選舉的投票

抉擇。在文章的章節安排上，第二節藉由重要文獻，闡述政治課責的概念與應

用；第三節說明政治課責的測量及研究方法；第四節分析民眾對政治課責觀的

認知，及對投票抉擇的影響；第五節則探討民眾對實際政治課責落實程度的評

價，及其對民主實行滿意度的影響；第六節總結本文的研究發現與討論。

貳、政治課責的概念與應用

課責這項概念不僅應用在政治學領域，在教育、商業管理、公共行政等學

科領域中，也常常被提及使用。Schedler（1999:17）曾對課責提出一個簡明扼

要的基本定義，即「當A有義務讓B瞭解其在過去或未來所做的行為與決定，

並對其辯證說明，若最終有不當的行為決策時，A亦接受處罰，即是指A應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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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或說B可對A課責）」。① 若是將此一概念應用在實務的政治運作上，即

是政治課責的基本意涵。惟在政治課責的概念界定上，到底誰要負責？向誰負

責？負責的內容為何？又要如何負責？學者們的看法並沒有完全一致的見解，

而是視不同研究主題而定。雖然被課責的主體通常是指「政府官員」（public 

officials），但有些研究主題亦會將政黨領袖包括進去。而課責的機構多是指政

府部門、人民、媒體、社會團體，但有時也會討論反對黨的角色。至於課責的

內容，狹義而言是針對政策內容及決策過程的適當性，但廣義而言，也包括財

政、專業性及道德性等不同面向的課責內容（Schedler, 1999:21-25）。

當然，有學者對課責直接採取廣義的界定，認為只要掌握行政職位的所有

行為，都應該對其履行的職務負起責任。例如：Paul（1992:1047）即指出，課

責意旨掌權的個人或組織必須對其表現負責。Day與Klein（1987:5）也表示課

責就是對其履行的職務或行為有所回應。惟這樣的定義，常常導致學者在研究

操作上的困難。也難怪Mainwaring（2003:5）曾表示「課責是一項完全不具共

識的概念」（accountability is a far-from-consensual concept），其意涵在社會科學

中相當「混雜」（muddled），即便在政治學者的討論中，也各有不同的觀點。

對此，Mainwaring（2003:8-17）依據課責的對象、是否需違反法律、是否需具

備制裁的權力、是否需具備「委託—代理人」的關係，以及課責機構為何等五

大面向，進一步行整理與討論，從不同的角度詮釋課責的意涵。

雖然學者間對於政治課責的概念並沒有一致的定義，但其基本精神與

方向都強調「公職人員的回應及責任」（the answer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officials），並賦予一些行動者（actor）對公職人員進行「監督與

制約」（oversight and sanction）（Mainwaring 2003:6）。正如同Moncrieffe

① 原文為“A is accountable to B when A is obliged to inform B about A’s (past or future) actions 
and decisions, to justify them, and to suffer punishment in the case of eventual misconduct.” 
（Schedler, 19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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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392）所言，課責的概念不只聚焦於民選政府對其治理所應負的責任，

也包括民選官員與其他團體機構之間的關係。而Schedler（1999:14-17）更明確

指出，政治課責存在兩個基本的面向，包括「回應性」（answerability）及「強

制性」（enforcement）。所謂的回應性指的是，政府官員有義務告知並解釋其

所做的行為決策，這項概念同時也涉及監督與透明的意涵，即政府官員不但要

在監督之下依法而治，更要公開透明的說明其決策過程及理由；而強制性則是

指課責機構有能力懲處違反其公共責任的權力掌握者，包括政治責任及法律責

任的追究，這概念也未排除當掌權者表現良好時，給予適時獎勵。

至於學界對政治課責的討論，多是以政府官員作為被課責的主體，藉由

課責方式的差異或課責機構的不同，建構出不同課責的類型。若以具備法律

上的規範而言，Mainwaring（2003:6-7）將課責區分為「選舉課責」（electoral 

accountability）以及「國內機構課責」（intrastate accountability）。其中，「選舉

課責」是指選民透過選舉，利用選票表示是否願意讓執政者（黨）繼續連任，

作為其課責的表現。Przeworski、Stokes與Manin（1999）即指出，只有當民眾

能夠辨識代表性政府與非代表性政府，以及能夠適當運作制裁機制，將表現良

好的政府留下，並汰換表現不好的政府，才可說該政府是受到民眾課責的，也

因此，選舉課責的對象通常是指「民選官員」（elected officials）。至於「國內

機構課責」則是藉由政府機構之間的相互監督，包含行政、立法、司法的內部

機制或三者之間的制衡，或是從公共行政的角度切入，探討政府部門的公共

治理問題（Day and Klein, 1987），而這通常課責的對象即包括「非民選官員」

（non-elected officials）。此外，還有第三種課責類型，即是不具法律明文規範

的「社會課責」（societal accountability），此種課責強調雖然不具法律的強制

力，但媒體以及公民社會組織等，可藉由各種方式（包括：新聞報導、舉辦記

者會、公聽會等），針對政府官員的施政作為給予監督，達到實質課責之效。

O’Donnell（1994, 1999, 2003）針對拉丁美洲、後共產國家以及東亞等

新興民主國家的發展，關注為何這些國家落實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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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施政表現與運作卻仍有待改進？甚至仍脫離不了傳統的威權統治？ 

O’Donnell（1999）從政治理論出發認為，新興民主國家雖然具備公平競爭

的選舉，民眾也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及需求，符合Dahl（1971）所言的「多元

政體」（polyarchy）的型態，但這只是達到「民主的」（democratic）要件而

已，在「自由」（liberal）及「共和」（republican）這兩項要件上，卻仍相當

薄弱。所謂的「自由」指的是權利的保障，「共和」則是公共責任的擔負。

也因此，雖然這些國家的民眾有權參與民選官員的產生，或藉由媒體表達意

見及需求，被認知為是「民主」國家，但在實際運作上，這些國家的選舉卻

往往是一種高度情緒化的賭注，權力掌握者在當選後也視課責為一種阻礙，

以致無法建立一套制度，針對政府官員進行監督制衡，忽略了民主理論中的

「共和」面向。O’Donnell（1994:56）即將此種新興民主國家稱之為「代理式

民主國家」（delegative democracy），以別於傳統西方的「代表式民主國家」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對此，O’Donnell（1994:61-62）從課責的觀點提出，在制度化完善的西方

民主國家，不僅存在「垂直課責」（vertical accountability），即民選官員向選民

負責，亦同時存在「水平課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即可透過一套自主

權力的網絡向政府官員課與責任。但是在委任式民主國家中，雖然存在「垂直

課責」，但「水平課責」則是相對薄弱許多，甚至其民選執政者視課責為障礙

物，極力阻擾課責制度的建立。後續O’Donnell（1999:30-38）更進一步闡明，

所謂的「垂直課責」是指，經由選舉以及可以透過媒體且不受國家壓迫的表達

需求，並揭露政府的不當作為。而「水平課責」則是法律上賦予國家機構權

力，且實際上該機構也願意採取行動，針對其他機構從一般性的監督，到不法

或失職行為給予法律上的制裁或彈劾。

從以上學者們的說明與論述可以確認的是，政治課責的核心價值在於如何

讓政府官員不濫權，且為其施政決策結果負起責任。而上述不同的政治課責類

型，只是透過不同管道達到此一核心價值的方式。於此同時，學界也開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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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概念，從行政管理與政府治理的角度，檢視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下，應如

何落實政治課責。陳敦源（2009）在研究台灣民主治理中的官民信任關係時

指出，由於政府與民眾間對於相關公共事務的資訊不對稱，民眾對政府的質

疑日漸加深，導致官民不信任的惡性循環，故應強化政府施政的「透明化」

（transparency），藉由政府治理之程序與內容等資訊公開透明，取得民眾對政

府治理的信任。劉坤億（2009）則探討目前政府在「多層次」（multi-level）與

「分散化」（distributed）公共治理的特徵下，應如何建立起理想的政府課責制

度，以達成「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目標，並從學理上提出具體可行的

落實方向。

除此之外，諸多政治學者則是從選舉課責的角度，利用實證資料去檢視一

國民眾是否藉由選舉去落實民主政治中的政治課責。而民眾透過選舉要求執政

者為其施政表現負起責任，即與過去有關選民投票行為等相關研究中的「回溯

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經濟投票」（economic voting）或「複決投

票」（referendum voting）等理論具有相同的概念（Fiorina, 1981; Karmer, 1971; 

Kiewiet, 1983; Kinder and Kiewiet, 1981; Lewis-Beck, 1988; Mann and Wolfinger, 

1980; Tufte, 1975）。也就是說，不論是從國家地區的總體資料或選民的個體資

料來檢視，民眾的投票抉擇通常會考量執政者的施政表現，以選票作為獎勵或

懲罰執政黨（現任者）的方式。當民眾滿意執政黨的施政表現，或國家經濟呈

現成長趨勢，或個人或社會的經濟狀況提升，或總統擁有高度的民意聲望時，

通常會傾向在全國性大選或地方選舉中，將選票投給執政黨（或現任者），以

利其爭取連任。反觀，當執政黨的施政績效不佳、國家經濟表現下滑、個人荷

包縮水、或總統的聲望低迷時，選民傾向將選票投給在野黨，以致執政黨（或

現任者）往往難以在全國性或地方選舉中順利爭取連任。

過去學者們在探討拉丁美洲國家時政治運作的穩定性時，往往會將政治

課責作為檢視的核心概念，除了探討政治結構設計上的缺失易導致政局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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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會利用國家經濟表現數字的總體資料，或民眾對個人或國家的經濟狀

況評估，與民眾對總統聲望或施政滿意度的評價，討論兩者之間的關連性，

或更進一步分析其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Cuzan and Bundrick, 1997; Remmer, 

1991）。尤其，Kelly（2003）以秘魯為例，發現影響秘魯民眾對總統評價高

低的因素，主要是前瞻性經濟狀況的預期，而非回溯性的經濟評價。Gelineau

（2007）以阿根廷、巴西及委內瑞拉為例，利用民調資料分析發現，民眾對經

濟的評價不但會影響總統施政滿意度，亦進而影響總統選舉中的投票抉擇。張

傳賢與張佑宗（2006）則是利用國家總體的經濟數據，包括失業率、所得、通

貨膨脹率等，檢視執政黨在大選中的得票率高低，驗證拉丁美洲國家確實存在

選舉課責。Gelineau與Remmer（2006）甚至以阿根廷為例，發現民眾對中央政

府或地方政府的施政表現評價，也會交互影響中央或地方選舉的結果，兩者之

間並非相互獨立或單向影響。另外，除了拉丁美洲國家以外，近年來在威權統

治下的中國，其地方行政首長的職務調整，甚至也受到其任內經濟表現好壞的

影響，出現「回溯性經濟課責」（retrospective economic accountability）的趨勢

（Guo, 2007）。

台灣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以前，民眾藉由選票作為獎懲執政黨施政表現

的現象並不明顯（何思因，1991；黃秀端，1994），這或許是當時整體國家的

經濟表現尚佳，也沒有比民主改革及統獨議題來的受到矚目，再加上未曾有

過政黨輪替的比較經驗所致。而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眾對執政黨的施政

表現，逐漸成為投票抉擇時的考量依據。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層級的選舉中，

當選民對執政黨的施政表現感到不滿意時，多傾向將選票投票給在野黨（Tsai, 

2008; Wang, 2001；王柏燿，2004；吳重禮、李世宏，2003, 2004；劉嘉薇，

2008；蕭怡靖、游清鑫，2008；蕭怡靖、黃紀，2010）。尤其，當選民對國家

經濟或中央政府施政表現不滿意時，也將連帶影響其在地方縣市長或立委補

選時的投票抉擇，傾向將選票投給在野黨，類似美國國會「期中選舉」（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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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election）的意見表達（林啟耀，2011；俞振華，2012；蕭怡靖、黃紀，

2011）。黃智聰與程小綾（2005）更曾以國家總體的經濟表現數據，分析地方

縣市長選舉的得票結果，亦發現地方縣市長選舉是否發生政黨輪替，主要是受

到全國經濟表現（失業率）的影響，而非地方經濟情況。

以上研究皆是從選民的投票行為去檢視選舉課責是否存在，並非專門針對

政治課責的概念，對民眾心中的課責態度進行操作測量。而張佑宗（2009）在

探討台灣民眾是否具有民粹民主的政治態度時，曾從政治課責的角度切入進行

概念的測量。其借用O’Donnell（1994）所提出之「代理式民主」的概念，認為

台灣過去的威權體制，會留下一些非正式的制度與規範，並在民主化之後與正

式的民主制度規範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只具有垂直課責，卻缺乏水平課責。

即政治菁英只在乎選舉結果，卻忽略憲法、法律或其他機關的監督與制衡。故

其在測量上，即以民眾在垂直與水平兩項政治課責的高與低，建構出「自由民

主」（垂直高、水平高）、「民粹式民主」（垂直高、水平低）、「開明專制」

（垂直低、水平高）以及「傳統威權」（垂直低、水平低）等四大類型。結果

發現，台灣有高達65.3%的民眾具有民粹式民主的傾向。

從研究方法上的觀點而言，張佑宗（2009）的研究設計及方法對政治課責

的經驗研究具有開創性的貢獻，讓政治課責的研究不再僅是迂迴式的探討，侷

限於國家總體表現、民眾個人評價以及選民投票傾向三者之間的關連性分析，

而是直接探索民眾心中是否存在政治課責的價值觀，並且從垂直與水平的兩種

政治課責觀進行檢測與分類。唯該研究在政治課責的概念測量上，傾向從憲政

制度或統治者治理權限的面向來測量，媒體或社會團體的課責功能，以及政策

制訂過程透明化的面向則仍有補充的空間。再者，從民主鞏固的角度來觀察，

民眾不僅需具備政治課責的觀念，在實際政治運作下，對於政治課責落實程度

的評價，亦將影響對該國民主政治實行的滿意程度，進而影響對民主體制的支

持。故本文的研究目的，即自過去的研究基礎下，接續利用民意調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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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概念上補充測量民眾的政治課責觀，並探索民眾對台灣目前落實政治課責的

評價。

此外，過去的研究多利用民意調查之個體資料，從選舉課責的角度，檢視

民眾對政府施政的評價，是否影響其在選舉時的投票抉擇。而這樣的研究設計

固然妥適，但其推論卻較為間接，也就是在未直接探詢民眾的政治課責觀下，

利用統計模型將可能影響投票抉擇的相關因素納入控制後，若仍有不滿意政府

施政且將選票投給在野黨的民眾，即意味著其具備選舉課責的概念。這樣的推

論實屬合理，但若可以進一步直接探詢民眾的政治課責觀，並納入統計模型分

析，將可更精準剖析民眾的投票抉擇是否具備政治課責的概念。之所以如此，

主要因為當民眾心理具有政治課責觀時，其在選舉時的投票當下，應會有更高

的可能性將政府的施政表現納入考量，也就是政府施政滿意度的評價對其投票

抉擇有較大的影響力。反之，不具備政治課責觀的民眾，施政滿意度評價對其

投票抉擇的影響力相對較低。同理，當民眾具備政治課責觀時，其較能精準評

價政治課責的落實程度，而傾向藉由政治課責的落實程度，來評價台灣民主政

治實行的滿意度。因此，本文的預期假設是，當民眾具備政治課責觀時，將有

較大的可能性，依據政府的施政表現決定其投票抉擇；亦較可能依據對政治課

責的落實評價，形塑對台灣民主政治實行的滿意度。

參、政治課責的測量及研究方法

如前文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藉由民意調查的方式，探詢台灣民眾的

政治課責觀，以及評價台灣政治課責的落實程度。雖然政治課責的概念意涵，

學者間並沒有完全一致的定義，但不可諱言的，Schedler（1999）指出的「回

應性」及「強制性」是兩項無法否定的政治課責重要面向，其意味著政府的政

策制訂及執行，必須公開說明告知民眾，並接受監督及制衡，且依其施政結果

接受獎懲。故本文在對民眾政治課責觀的測量上，即從這兩個基本面向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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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依據Mainwaring（2003）提出的「選舉課責」、「機構課責」與「社會課

責」三種不同的課責機制來測量民眾的政治課責觀。② 而課責的對象即是一般

所指涉，包括民選及非民選的「政府官員」（political officials），故在實際的問

卷操作測量上，即以「政府」作為民眾政治課責的標的。

其中，「選舉課責」的課責機制是民眾，意指民眾是否在選舉時會藉由選

票，依據執政者的表現良窳給予獎懲。惟過去這項概念的測量，甚少採取直接

透過問卷設計來詢問測量，反而多是利用總體或個體資料，檢視經濟表現（或

施政評價）與選舉結果（或投票抉擇）之間的關連性來檢視。之所以如此，主

要是考量測量的態度標的，若具有高度「社會期待」（social desirability）的性

質，再加上，社會上的氛圍若亦缺乏不同意見時，受訪民眾即難以對該測量標

的持負面的態度立場。也就是說，如果直接採取「您是否會依據執政者的表現

好壞，作為投票抉擇的考量依據」之類的測量語句，通常受訪者在社會期待的

壓力下，不太會表達否定的立場，也因此不易精準探測民眾內心的真正想法。

為此，針對「選舉課責」的探詢，本文依舊從民眾對執政者的施政評價與投票

抉擇的關連性進行檢測。惟選舉只是民眾表現課責的一個手段，重點應在於民

眾如何形塑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若政府在政策制訂與施政作為中，能過

程透明化並向民眾說明原委，獲取民眾的認同，亦是課責的一種展現，也是

Schedler（1999）所指出的「回應性」課責面向。故本文針對此一概念，利用

反面探詢的問卷題目設計進行檢測：「有人說：基於國家整體利益，政府有時

可以不用公開說明政策制訂的過程與結果。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若受

訪者回答「不同意」，顯示其政治課責感的認知程度較高；反之，若受訪者回

2 之所以沒有採取O’Donnell（1994, 1999）所提出的「垂直」及「水平」課責之分，除了因

為張佑宗（2009）曾以此進行概念測量外，也因為O’Donnell主要著重於「水平」課責中

監督制度的建立，且其所謂的「垂直」課責，即含括選舉課責及社會團體的監督。故本

文依據Mainwaring（2003）提出的「選舉課責」、「機構課責」與「社會課責」三種類型

進行測量，不但在測量的操作化上較為明確，也能將O’Donnell之「垂直」及「水平」課

責之概念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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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同意」，則顯示其政治課責感相對較低。

其次，在「機構課責」的面向上，課責的機制是政府部門，是指政府內部

各單位之間，對於政策制訂與執行的相互監督與制衡。而如果是具有上下隸屬

之階層關係的單位，由上級單位對下級單位課責並無疑慮，也應該如此。但比

較值得討論的是互不隸屬單位之間的制衡關係，尤其民主國家著重於行政與立

法部門的互動，立法部門制衡行政部門可以避免濫權，但也可能因相互制衡而

影響施政效率，故藉由民眾在「制衡」與「效率」兩者間擇一，得以檢測民眾

是否偏向政治課責的民主制衡觀。在檢測上，本文採取胡佛（1998）提出探詢

民主基本價值取向中，對於制衡原則的反面測量方式：「有人說：政府如果時

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同樣

的，當受訪者回答「不同意」，顯示其政治課責感的認知程度較高；反之，若

受訪者回答「同意」，則顯示其政治課責感相對較低。

至於「社會課責」則是著重於媒體及社會團體對於政府的監督，而社會課

責的課責機制雖非屬明文法制化的規範，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力，但卻是民

主政治運作下不可或缺的機制，其不但具備匯集民意、傳遞民意的功能，媒體

更被賦予扮演憲政體制外的第四權角色。惟近年來，台灣政論性談話節目頗

為盛行，而部分媒體卻具有特定的政治立場，不但不利多元意見的表達，反而

容易激起黨派的衝突與對立（張卿卿、羅文輝，2007；楊意菁，2004），也導

致民眾對於媒體的表現多持負面評價，甚至有超過六成的民眾不信任新聞媒

體（林聰吉，2012）。對此，媒體是否在民眾心理仍扮演著政治課責機制的角

色？此外，近來不論是美國牛肉進口、台北市王家都更拆遷案、苗栗縣華隆廠

罷工案等議題，社會團體亦積極參與表達意見，這也凸顯出社會團體在政治運

作中的影響力。對此，本文藉由以下兩道問卷測量語句，檢視台灣民眾是否具

備政治課責中的社會課責認知：「有人說：如果沒有媒體，就無法有效監督政

府的施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以及「有人說：如果沒有社會團體的

參與，政府就沒有辦法制訂好的公共政策。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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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若受訪者回答「同意」，顯示其政治課責感的認知程度較高；反之，若受

訪者回答「不同意」，則顯示其政治課責感相對較低。

此外，除了從應然面上探究台灣民眾的政治課責觀外，本文也進一步藉由

問卷測量探詢民眾在實然面上，對台灣實際運作中的政治課責，提出其落實程

度的評價。評價內容同樣包括「政策說明」、「議會制衡」、「媒體監督」以及

「社團參與」等四項。其測量語句分別為：「您認為目前政府對於各項政策制

訂的過程與結果，是否都有公開說明？」「您認為目前立法院是否可以有效監

督總統的施政？」「您認為在台灣，媒體是否可以有效監督政府的施政？」以

及「您認為目前社會團體對於政府的政策制訂是否具有影響力？」再依據受訪

者回答的正向或負向評價進行資料分析與詮釋。

在資料蒐集上，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二十歲以上的

成年人為本次調查的母體，並採電話訪問之方式進行獨立樣本訪問。電話號碼

則以「中華電信住宅部99-100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人口

比例決定抽出電話號碼比例，為求涵蓋的完整性，再以隨機亂數修正抽出之電

話號碼尾數，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電話接通後，訪員採取戶中抽

樣，抽出應受訪的對象後進行訪問。訪問期間自101年3月24日至3月28日於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實際訪問完成1,481份有效樣本。為了使樣本與母體

結構更符合，本研究針對樣本的分布特性（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居

住地區）採取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進行加權，母體參數則是源自內

政部出版之「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民國九十九年）」。

在資料分析及詮釋的步驟上，本文先以次數分配表，檢視台灣民眾政治課

責觀的分佈態勢，以及在台灣現行政治運作下對政治課責落實程度的評價；其

次，分析政治課責觀及對政治課責落實評價的測量效果；再者，藉由民眾對於

馬英九總統的表現滿意度、在2012年總統選舉時的投票對象，以及對台灣民主

政治實行的滿意度評價，利用統計模型的建構，檢視台灣民眾是否存在選舉課

責，以及民眾對政治課責的落實評價是否影響對台灣民主實行滿意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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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統計模型中，利用變數間之「交互作用項」（interaction term）的設

計，進一步檢證民眾的政治課責觀是否強化選舉課責的落實，以及是否強化以

政治課責的落實與否，評價台灣民主政治的實行滿意度。

肆、台灣民眾的政治課責觀與落實評價

台灣民眾是否具備政治課責的觀念？表一的結果顯示，在政策透明與回應

的課責面向上，有近七成（69.2%）的民眾具備此一課責認知，認為政府應該

公開說明政策的制訂過程與結果，不能以國家利益為理由而拒絕，僅有25.2%

的民眾對此持反對立場。在機構課責的面向上，或許是因為民眾長期對立法院

的表現不佳（盛杏湲、黃士豪，2006），以致抱持議會制衡之政治課責觀的民

眾僅佔48.8%，反之，有43.3%的民眾並不支持議會制衡。而在社會課責的媒體

監督與社團參與政策制訂的面向上，雖然過去的研究發現民眾對於媒體的評價

及信任偏低，但在政治課責的角色上，民眾多持正向的認知，有60.3%的民眾

表一　民眾對政治課責「認知」之次數分配表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無反應

  35.5

  33.7

  21.0

    4.2

    5.6

  10.7

  38.1

  31.2

  12.1

    7.9

  18.0

  42.3

  23.4

    8.6

    7.7

  18.8

  49.9

  20.2

    4.1

    7.0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蕭怡靖（2012）。
說　　明：1. 表格中為「直行」百分比，樣本數為1,481。
　　　　　2. 無反應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拒答。2. 無反應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3. 表中呈現之四項政治課責認知之測量方向，皆一致調整為「非常同意」表示對3.  表中呈現之四項政治課責認知之測量方向，皆一致調整為「非常同意」表示對

政治課責的認知最高；反之，「非常不同意」表示對政治課責的認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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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功能，另有68.7%的民眾認為社會團體的參與有助於政

府公共政策的制訂，而持相反立場的民眾，僅分別佔32.0%及24.3%。整體而

言，台灣多數民眾具備政治課責的認知，惟可能受到實際政治運作的影響，針

對不同課責面向有程度上的差異。其中，對政府政策制訂之說明，以及社會課

責中的媒體監督及社團參與上，其課責認知的程度較高，相對而言，對機構課

責的議會制衡認知程度則相對較低。

在應然面上，台灣多數民眾抱持政治課責觀的認知，但在實然面上，台灣

民眾則是如何評斷台灣實際政治運作下之政治課責的落實程度？表二的民意調

查結果顯示，除了社團參與的面向外，民眾對於台灣政治課責的落實評價皆相

對偏低。在民眾課責認知程度最高的政策說明面向上，僅不到四成（39.2%）

的民眾持正向的評價，負面評價甚至超過半數，達54.4%。之所以如此，應與

近年來政府在ECFA簽訂及美國牛肉進口等爭議性法案的制訂過程上，未獲得

多數民眾的認同所致，而這也凸顯出台灣民眾對於政策制訂過程透明化的渴

望。在機構課責的議會制衡面向上，持正向評價的比例僅44.6%，依舊低於持

表二　民眾對政治課責「評價」之次數分配表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無反應

    0.7

  38.5

  45.5

    8.9

    6.4

    2.4

  42.2

  34.8

  14.9

    5.7

    2.4

  47.8

  36.1

    6.6

    7.1

  13.0

  59.0

  19.9

    3.6

    4.5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蕭怡靖（2012）。
說　　明：1. 表格中為「直行」百分比，樣本數為1,481。
　　　　　2. 無反應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拒答。2. 無反應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3. 表中呈現之四項政治課責評價之測量方向，皆一致調整為「高度正向」表示對3.  表中呈現之四項政治課責評價之測量方向，皆一致調整為「高度正向」表示對

政治課責的評價最高；反之，「極度負向」表示對政治課責的評價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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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評價的49.7%，這也再度顯示民眾認為立法院的監督制衡功能仍有待提

升。至於民眾對於社會課責的落實，則給予相對較高的評價，即便對媒體的滿

意及信任度不佳，但仍有過半數（50.2%）的民眾認為媒體可以有效的監督政

府施政，此外，更有超過七成的民眾（72.0%）認為社會團體對於政府的政策

制訂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從上述的民調結果可知，民眾對政府單位的課責

落實評價偏低，而對社會課責機制落實的評價較高，顯示雖然政府內部對課責

的落實仍有待加強，但公民社會的政治課責功能在台灣的政治運作中已逐步深

化。

至於對民眾政治課責觀的測量，是否得以合併建構為一個得以呈現態度強

弱程度的連續量表（continuous scale），以利後續的分析及詮釋？就研究方法

而言，其前提為四個面向的測量結果，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內部一致性之信度

檢測。本文先針對民眾在上述「政策說明」、「議會制衡」、「媒體監督」以及

「社團參與」四個面向上，進行兩兩相關分析。表三結果顯示，雖然民眾在政

治課責的「落實評價」上，確實呈現出一致的相關性，且藉由「內部一致性

信度」（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的檢定結果，其Cronbach’s Alpha值亦為

0.656。惟在政治課責的「觀念認知」上，四個面向的測量結果則不具一致性的

相關，僅民眾對「政策說明」與「議會制衡」兩者的認知較為一致，另對「媒

體監督」與「社團參與」的回答亦較為一致，呈現出「非社會課責」與「社會

課責」兩個分開的認知面向。若再進一步藉由「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的檢測結果（請參閱附錄一），也是呈現「政策說明」與「議會制衡」為一個

因子，而「媒體監督」與「社團參與」為另一個因子的結果，只是這兩個因子

的累積解釋變異量亦只有61.2%。此外，透過內部一致性的信度檢定，四項政

治課責認知變數的Cronbach’s Alpha值僅為0.271。因此，雖然本文對於政治課

責的測量，皆是從課責的單一概念出發，但透過上述的檢測結果顯示，民眾在

政治課責上對不同的課責機制存在不同的認知，故在分析時並不適合將四個面

向的變數測量結果合併建構為單一連續量表，而應各自獨立分析較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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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治課責觀對投票抉擇與民主實行滿意度之影響

在瞭解台灣民眾的政治課責觀，包括對民主課責的認知與台灣政治運作下

的落實評價，會依據不同的課責面向而異，但具備政治課責認知的民眾，是否

如本文所預期，會在選舉時更可能依據執政者的施政良窳，作為投票抉擇時的

考量因素。也就是說，具備政治課責觀的民眾，將強化選舉課責的展現。再

者，民眾對於政治課責落實的評價，不但是形塑其對台灣民主政治實行滿意度

的因素，就具備政治課責觀的民眾而言，在評估台灣民主實行滿意度時，也應

更會以政治課責落實與否的角度來衡量其滿意度評價。首先，本文利用統計模

型的建構，分析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評價與其投票抉擇之間的關連性，檢

表三　政治課責「認知」與「評價」測量結果之相關分析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政策說明
0.227***
（1,317）

0.044
（1,328）

0.054*
（1,336）

議會制衡
0.435***
（1,352）

0.005
（1,301）

-0.047
（1,313）

媒體監督
0.242***
（1,326）

0.395***
（1,339）

0.172***
（1,317）

社團參與
0.207***
（1,349）

0.217***
（1,362）

0.204***
（1,347）

資料來源：蕭怡靖（2012）。
說　　明：1.  政治課責之認知與評價的測量選項，皆為四分類之「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故將尺度方向一致調整為數字愈大，認知與評價愈正向，以利資料分

析與解讀。另外，無反應（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拒答）不納入分

析。

　　　　　2. 「右上角」表示測量政治課責「認知」題目之間的相關係數，「左下角」則是2.  「右上角」表示測量政治課責「認知」題目之間的相關係數，「左下角」則是

測量政治課責「評價」題目之間的相關係數。

　　　　　3. 表格中為tau-b值；括弧內則為樣本數。3. 表格中為tau-b值；括弧內則為樣本數。

　　　　　4. * 表示4. *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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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灣民眾是否具備選舉課責的作為。③ 雖然2012年總統選舉有馬英九、蔡英

文及宋楚瑜三組候選人參選，但在實際選戰過程及最終的選舉結果，宋楚瑜並

未受到選民的青睞。④ 且本次民意調查訪問結果，亦僅有2.4%的受訪者表示

投給宋楚瑜，在樣本數偏低不利統計推論的考量下，模型中僅將投票給馬英九

及蔡英文的受訪者納入分析。也因為依變數屬於二分類別變數，故採取「二元

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進行分析，並以投票給蔡英文作為「參

照組」（reference category）。另外，主要的自變數則是民眾對馬英九擔任總統

以來的整體表現滿意度，在重新歸類為「滿意」及「不滿意」二分類後納入模

型，並以「不滿意」作為參照組。

在表四之模型一的結果顯示，在控制民眾的政黨認同、統獨議題立場以及

相關之人口變項後，⑤ 民眾對馬英九整體表現的滿意度，對其總統選舉投票對

象的抉擇確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力。當民眾滿意馬英九的整體表現時，相

對於不滿意馬英九整體表現的民眾，其有顯著偏高的相對機率將選票投給馬英

九而非蔡英文。這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在投票抉擇時，確實會考量執政者的施政

表現，存在選舉課責的結果。而具備政治課責認知的民眾，是否如本文所預

期，更傾向以執政者的施政表現作為投票抉擇的依據？尤其，2012年是馬英九

尋求連任的選舉，民眾政治課責的對象更為明確。對此，作者藉由交互作用項

的建構，檢視此一假設。除了將對民眾測量政治課責認知的四個面向，重新歸

類為「認知」與「不認知」二分類，並以「不認知」作為參照組納入模型外，

更進一步將四項政治課責認知的測量變數乘上對馬英九整體表現滿意度之變

數，轉換為交互作用項，同時納入統計模型。

③ 在問卷調查中，民眾對馬英九政府施政評價的測量語句為：「請問您對馬英九擔任總統以

來的整體表現滿不滿意？」而投票抉擇則是詢問民眾在馬英九競選連任之2012年總統選

舉的投票對象：「請問在這次（2012年）的總統選舉，您是投給哪一組候選人？」
④ 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佈之2012年總統選舉之選舉結果，馬英九得票率為51.6%，蔡英文

45.63%，宋楚瑜則為2.77%。
⑤ 模型中納入控制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以及居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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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12年總統選舉投票抉擇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s.e.) (s.e.)

常數 -1.769** (0.639) -1.103 (0.865)

施政滿意度（不滿意＝0） 3.125*** (0.356) 2.263* (1.106)

課責認知（無＝0）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
------
------
------

------
------
------
------

-1.192**
0.104
0.297

-0.530

(0.444)
(0.368)
(0.397)
(0.446)

交互作用（滿意度×認知） 
施政滿意度×政策說明
施政滿意度×議會制衡
施政滿意度×媒體監督
施政滿意度×社團參與

------
------
------
------

------
------
------
------

2.029**
-0.818
0.280

-0.682

(0.777)
(0.736)
(0.810)
(0.847)

政黨認同（中立＝0） 
泛藍政黨
泛綠政黨

2.444***
-2.490***

(0.356)
(0.372)

2.442***
-2.565***

(0.373)
(0.399)

統獨立場（傾向獨立＝0）
傾向統一
維持現狀

0.850
0.573

(0.546)
(0.576)

0.576
0.582

(0.366)
(0.387)

男性（女性＝0） 0.005 (0.292) 0.178 (0.312)

年齡層（60歲以上＝0）
20~39歲
40~59歲

-0.133
0.780

(0.520)
(0.490)

0.156
1.230*

(0.567)
(0.560)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0）
高中職及專科
大學及以上

-0.001
0.686

(0.387)
(0.455)

0.060
0.836$

(0.422)
(0.485)

省籍（本省閩南人＝0）
本省客家人
大陸各省市人

0.319
1.679**

(0.453)
(0.609)

0.380
1.607*

(0.459)
(0.640)

居住南部（中北東部＝0） -0.389 (0.330) -0.372 (0.345)

模型一資訊：
n=847; Pseudo-R2=0.709; Log likelihood=-168.782 ; LR-X2=821.86; df=13; p<0.001
模型二資訊：
n=773; Pseudo-R2=0.705; Log likelihood=-155.789 ; LR-X2=746.11; df=21; p<0.001

資料來源：蕭怡靖（2012）。
說　　明：$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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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四之模型二的結果，民眾對於政治課責的認知，並非對選舉課責具

有全面性的加乘效果，而需視不同的政治課責面向而定。其中，民眾對於政策

說明的課責認知，對選舉課責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加乘效果，也就是說，當民眾

具備政策說明面向的政治課責認知時，其更會以執政者的施政表現作為投票抉

擇的考量因素。⑥ 而之所以如此，亦與實際的政治運作環境有關，在馬英九擔

任總統期間，自其上任以來，除了台灣是否與中國簽署ECFA的爭議外，亦始

終難以解決美國牛肉進口與否的議題，在台灣內部也形成相當規模之反對聲浪

的輿論壓力，不但民眾質疑政府在該議題上的決策過程，代表民意的立法部門

也持反對的意見，直至第二屆任期的2012年總統大選結束後，才在行政部門及

國民黨內部的強勢運作下，立法院加開臨時會通過美國牛肉進口的法案。也因

此，在2012年總統選舉中，其強化了民眾從政策說明的課責認知角度，檢視馬

英九的施政表現，進而影響其最終的投票決定。而這也意味著，本文提出民眾

具備政治課責的認知，應有強化選舉課責展現的預期假設，雖然從統計上的推

論而言僅部分成立，但其重點在於必須取決當時實際政治運作的環境而定，在

民眾當時最關切的課責面向上發揮加乘效果。

此外，民眾對於政治課責落實程度的評價，是否會影響民眾對台灣民主實

行的滿意度？以及具備政治課責認知的民眾，又是否會具備加乘效果，更傾向

以政治課責的落實程度來評量台灣民主實行的滿意度。對於此一假設，本文仍

以模型建構的方式來檢證，依變數為受訪者對於目前台灣民主政治實行的滿

意度，回答的類型重新歸類為「滿意」及「不滿意」兩類，故仍採取「二元勝

算對數模型」進行分析，並以「滿意」投入模型，「不滿意」則作為參照組。

至於主要的自變數則是民眾對於四個政治課責面向的落實評價，皆重新歸類為

「正向」及「負向」兩類，以「正向」投入模型，「負向」則作為參照組。在

⑥ 即表四之模型二中「施政滿意度×政策說明」之交互作用項的係數為2.029，且達統計上

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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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項上，同樣包括受訪者的政黨認同、統獨議題立場以及相關的人口變

項。表五的模型一結果顯示，民眾對於各面向之政治課責的落實評價，確實對

於其對台灣民主實行的滿意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關連性。當民眾對於政治課責

的落實持正向評價時，其對滿意台灣民主政治實行的相對比例，要顯著高於對

政治課責落實持負面評價的民眾。顯見，民眾對於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的評價，

也會從政治課責落實與否的角度來考量。

再者，具有民主課責認知的民眾，是否亦如本文所預期，對台灣民主政治

實行的滿意度，更傾向以政治課責落實與否作為評斷的依據？在表五的模型二

中，除了加入政治課責認知的四個變數外，再投入政治課責評價與認知的交互

作用項進行檢視。結果顯示，政治課責認知是否具有加乘效果，依舊需視不同

的政治課責面向而定，在四項課責變數中，僅機構課責之「議會制衡」一項具

有統計上顯著的加乘效果。也就是說，當民眾具備議會制衡的機構認知時，會

更傾向以議會制衡的落實程度，來評價台灣民主實行的滿意度，⑦ 但在其他三

項政治課責的認知上，則未出現本文預期的加乘效果。作者認為，本假設之所

以僅部分成立，其解釋理由仍應與台灣實際的政治運作有關，而且對於民主政

治實行的滿意度評價，民眾較傾向會從憲政體制的運作良窳來思考。在台灣，

行政與立法兩機構，時常針對部分議題存在衝突，除導致政治衝突與僵局不斷

上演外，甚至影響憲政體制的正常運作，⑧ 這種現象不只在過去民進黨執政時

期經常上演，馬英九執政後，雖然國民黨同時掌握行政、立法兩權，但在部分

議題上，亦經常出現國民黨黨籍立委未必全然與行政部門持相同的立場，例

如：兩岸簽署ECFA以及美國牛肉進口等議題。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更容易讓

民眾傾向從行政、立法間之互動，來評價台灣民主政治實行的滿意度，尤其，

⑦ 即表五之模型二中「議會制衡之評價與認知」之交互作用項的係數為0.744，且達統計上

的顯著性。
⑧ 例如2004年，當時陳水扁總統提出的監察院人事案，遭國民黨掌握多數席次的立法院拒

審，朝野多次協調未成，以致監察院有三年多的時間無監察委員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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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台灣民主實行滿意度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s.e.) (s.e.)

常數 -2.534*** (0.329) -1.978*** (0.475)
課責評價（負向＝0）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0.689***
0.818***
0.420**
0.497**

(0.149)
(0.154)
(0.147)
(0.165)

0.960**
0.428*
0.322
0.259

(0.288)
(0.219)
(0.272)
(0.311)

課責認知（無＝0）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
------
------
------

------
------
------
------

-0.019
-0.536**
0.100

-0.314

(0.227)
(0.198)
(0.223)
(0.318)

交互作用（評價×認知）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
------
------
------

------
------
------
------

-0.457
0.744**

-0.007
0.371

(0.331)
(0.289)
(0.328)
(0.371)

政黨認同(中立＝0) 
泛藍政黨
泛綠政黨

0.845***
0.213

(0.169)
(0.184)

0.811***
0.237

(0.180)
(0.195)

統獨立場（傾向獨立＝0）
傾向統一
維持現狀

0.087
0.368*

(0.263)
(0.178)

0.092
0.314$

(0.276)
(0.186)

男性（女性＝0） 0.077 (0.139) 0.107 (0.146)
年齡層（60歲以上＝0）
20~39歲
40~59歲

0.082
0.290

(0.233)
(0.216)

0.036
0.271

(0.247)
(0.234)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0）
高中職及專科
大學及以上

0.277
0.868***

(0.186)
(0.216)

0.286
0.899***

(0.201)
(0.229)

省籍（本省閩南人＝0）
本省客家人
大陸各省市人

0.269
0.402$

(0.210)
(0.230)

0.079
0.331

(0.218)
(0.239)

居住南部（中北東部＝0） -0.196 (0.152) -0.155 (0.159)
模型一資訊：
n=1122; Pseudo-R2=0.171; Log likelihood=-644.571 ; LR-X2=266.30; df=16; p<0.001
模型二資訊：
n=1033; Pseudo-R2=0.171; Log likelihood=-593.007 ; LR-X2=245.39; df=24; p<0.001

資料來源：蕭怡靖（2012）。
說　　明：$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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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議會制衡之政治課責認知的民眾，更會從議會制衡的角度來評價民主實行

滿意度，發揮其加乘效果。本文從以上的分析檢證可以發現，民眾對政治課責

的認知，不論在選舉課責上，或是對台灣民主實行滿意度的加乘影響效果，並

非全面性的成立，而是取決於實際政治運作下，民眾所關注的課責面向而定。

陸、結論

落實政治課責是一國民主政治運行能否可長可久的重要關鍵之一。至於

課責能否落實，除了民主選舉的採行以及O’Donnell（1999）強調機構間監督

制度的建立外，民眾的態度認知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如同Przeworski

（1991）提及，當一國多數民眾將民主制度視為「唯一的遊戲規則」時，有利

該國民主鞏固的達成。準此，當一國民眾具備政治課責的認知時，將會傾向從

課責的角度形塑相關的政治態度或行為，並在選舉時，著重以執政者的施政表

現作為投票抉擇的考量依據，落實學理上的選舉課責。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採

取民意調查的資料蒐集途徑，依據政治課責學理探討上的不同面向，藉由問卷

設計測量台灣民眾對政治課責觀的認知程度，以及對台灣政治課責落實程度的

評價。最後，再利用統計模型的建構，檢證民眾的政治課責觀，是否在選舉課

責的落實，以及民主實行滿意度的評價上具有加乘效果。

研究發現，台灣民眾對於政治課責認知與評價的高低，取決於實際政治運

作的影響，在不同課責面向上有不同的結果。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多具備政治

課責的認知，在政府政策制訂之說明，以及社會課責中的媒體監督及社團參與

上，皆有六成以上的民眾具備該面向的課責認知，但相對而言，在機構課責中

的議會制衡認知則不及五成。此外，在實然面的政治課責落實評價上，民眾對

社會課責（包括媒體監督與社團參與）的正向評價要高於負面評價；反之，對

於政府政策制訂的說明，以及機構課責之議會制衡上的評價上，則是負面評價

高於正面評價。這也顯示，政府在政策制訂過程上的公開說明，以及行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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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兩部門之間的互動運作，仍有進一步強化的空間。

再者，本文以2012年總統選舉為例，藉由統計模型的建構，證實台灣民眾

在選舉投票時，確實會以執政者過去的整體表現作為投票抉擇的考量依據，具

備選舉課責的作為。且民眾對於台灣民主政治運作的滿意度評價，也會受到政

治課責落實程度的影響。其中，愈滿意執政者過去的整體表現，愈可能將選票

投給尋求連任的執政者，而對政治課責落實評價愈高者，也對台灣民主政治實

行的滿意度愈高。只是民眾對政治課責的認知，是否符合本文預期，對選舉課

責及台灣民主政治的實行滿意度，具備加乘的影響效果？結果顯示，此一假設

並未完全成立，必須取決於當時實際政治運作環境中，民眾較關切的課責面向

上出現加乘效果。在選舉課責上，或許由於兩岸簽署ECFA以及美國牛肉進口

等議題，政府在政策說明上遭受多數民眾的質疑，以致在「政策說明」面向的

課責認知出現加乘效果。也就是，當民眾對於政府政策制訂的說明具備課責認

知時，其有顯著更高的機率會以執政者過去的整體表現，作為選舉時投票抉擇

的考量因素。同理，在民主實行滿意度上，由於民眾傾向以憲政體制的運作良

窳來評斷，但台灣行政與立法兩部門時常衝突對立，對立法院的表現評價亦不

高，故政治課責認知對於民主實行滿意度評價的加乘效果，僅限於機構課責中

的「議會制衡」面向。即當民眾具備議會制衡之課責認知時，其有顯著更高的

機率會以議會制衡的落實程度，作為評斷台灣民主實行滿意度的衡量標準。

就本文的研究發現而言，針對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台

灣民眾普遍具備政治課責的認知，且在選舉時會將執政者的整體表現作為投票

抉擇的考量，具備選舉課責的民主要求，而民眾對於台灣民主政治實行的滿意

度，也會從政治課責的落實程度來評斷。顯見，政治課責的概念不但已存在民

眾心中，也足以影響民眾的政治態度及行為。但就政治課責落實的評價而言，

除了社會課責中媒體監督與社團參與政策制訂，民眾給予較高的評價外，在政

策說明及議會制衡兩面向的評價則相對低落，或許是受到之前兩岸簽署ECFA

以及美國牛肉進口等議題，政府在政策制訂過程讓民眾感到質疑甚至不滿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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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且立法院的表現不符民眾期待，以致議會制衡的功效亦受到質疑。而這也

點出台灣要走向高品質的民主鞏固階段，除了政府在政策制訂上應更為公開透

明，並讓民眾瞭解政策制訂的目的與結果外，立法院不論在議事審查或行政監

督的面向上，也應進一步提升實質效能，而非淪為藍綠鬥爭的場域，以強化憲

政體制上給予之機構課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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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政治課責觀「認知」測量之因素分析結果

1. 解釋變異量

2.

因子
固有特徵值
(Eigenvalue)

解釋變異量%
累積

解釋變異量%

1

2

3

4

1.267

1.182

0.819

0.732

31.687

29.539

20.470

18.304

  31.687

  61.226

  81.696

100.000

萃取方法：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3. 因素分析轉軸後之成分矩陣

4.

因子一 因子二

政策說明

議會制衡

媒體監督

社團參與

 0.787

 0.797

 0.045

-0.026

 0.074

-0.054

 0.763

 0.776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轉軸轉方法：最大變異法（vari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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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ception, Evaluation, and Impact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Taiwan

Yi-ching Hsiao

Abstract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one of the crucial factors adopted by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determine whether a country is a consolidated democracy.  Furthermor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democratic quality, which is increased when 
citizens not only perceiv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view on 
i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survey data to examine how citizens in 
Taiwan perceive and evaluat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its effect on citizens’ vote choice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citizens perceive various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with the only exception of “check and balance” 
dimension.  While people showed positive evaluations on “media supervising” 
and “social group participating,” they took a negative view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policy explanation”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It is also worth notic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perception of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citizen’s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ccounts for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 Taiwa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an optimistic view of Taiwan’s furthe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Keywords: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democratic quality, public opinion survey.


